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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及其

区域影响(1945—1967)*

李 峰**

内容提要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

提出并于战后初期实施,该政策是在东盟建立前提出时间最早、实践

延续性最强的域外大国“区域合作”倡议。战后初期,为应对东南亚

粮食危机,英国建立驻东南亚特别专员署,以有限的多边经济合作开

启了英国的东南亚区域政策实践。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合并特别

专员署后,把应对东南亚共产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英

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进入转向期和过渡期。此后,英国这一

政策呈现出经济与政治—安全领域分离的特征。“科伦坡计划”和东

南亚防务组织分别是英国的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政治—安全

合作的典型,前者由于被东南亚国家普遍接受而相对成功,后者则因

与美国的区域安全地位竞争及印尼的抵制而失败。英国的“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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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合作”政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但在区域规范建构、组

织经验积累等方面,该政策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及东盟的诞生产

生了影响。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研究 英国 东南亚区域合作 科伦坡计

划 东南亚防务组织

东南亚(South-east
 

Asia/Southeast
 

Asia)这一区域经历了从外生的近代

概念到内生的现代概念的跨越式发展,①即由西方殖民该地时形成的“印度以

东、中国以南”的地理认知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建构

的“区域”(region)。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

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简称东盟)建立被普遍认为是现代东南亚区域成

功建构的标志性事件。

已有研究表明,英美是对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具有重要作用的域外行为

体,其中,又以英国较早提出并实践了“东南亚区域合作”(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该理念最早出现在1944年12月英国殖民部的一份文

书中,它也是战后英国东南亚政策的核心。② 对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既有研

究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从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民族主义等视角切

入,③欠缺区域合作视角的研究;二是区域合作这一次要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

1946年3月设立的由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Special
 

Commissioner
 

in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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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outheast
 

Asia”即“South”与“east”间未加“-”的用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常出现于美国

官方的表述中,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强调与英国殖民体制下的“South-East
 

Asia”的不同,反映出美国官方反

对英国殖民东南亚的态度,详见Donald
 

K.
 

Emmerson,
 

“‘Southeast
 

Asia’:
 

Whats
 

in
 

a
 

Nam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5,
 

1984,
 

pp.3-4.
Tilman

 

Remme,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4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2.
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有:王成:《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学

月刊》2003年第8期,第85—91页;孙建党:《美国在英属东南亚殖民地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及其作用》,
《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72页;何跃:《二战后英国在东南亚的非殖民化研究现状述评》,《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0—96页;Matthew
 

Jones,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South
 

East
 

A-
sia,

 

1961-1965: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ter
 

Lower,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
sia,

 

1945-1965,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Nicholas
 

Tarling,
 

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f
 

the
 

People
 

Are
 

with
 

Us’,
 

Routledge
 

Curzon,
 

2004。



East
 

Asia,
 

以下简称“特别专员”)基勒恩(Lord
 

Killearn)所领衔的特别专员署;①

1948年5月建立的由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Commissioner-General)马尔科

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所领导的区域组织等案例。② 但是,对这

些案例与此后
 

“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an)以及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

的关联分析不足,未能形成连贯的历史叙事;三是对这一“区域合作”是否为现

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存有争议。持肯定观点的如美国加州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教授米尔顿·梅耶(Milton
 

W.
 

Meyer),他在1949年将最高专员所领导的经

济机构称为当时“东南亚最务实的区域合作方式”;③持否定观点的如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他指出,东南亚的区域主义

始于东盟建立。④ 因此,从区域合作视角出发所建立的对战后初期英国的“东

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连贯叙事既有助于揭示这一政策实质,也有助于深化对

战后英帝国解体及英联邦关系发展的认知,此外还有助于完善对现代东南亚

区域建构、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的认知。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起源、发展与终止,这一政策的实质及其对现

代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的影响构成本文研究的中心。本文以相关英美解密档

案及已有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国际史与国际关系史的梳理,探究第二次世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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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内外关于特别专员的代表性研究有:杨文娟:《英国东南亚特派员与粮食供应(1946—1948)》,《东
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56—61页;Milton

 

W.
 

Mey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o-
lumb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2
 

(Spring
 

1949),
 

pp.68-77;
 

Russell
 

H.
 

Fifield,
 

“Southeast
 

Asia
 

as
 

a
 

Regional
 

Concept,”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11,
 

No.2,
 

Ideolo-
gy

 

in
 

Southeast
 

Asia,
 

1983,
 

pp.1-14;
 

Tilman
 

Remme,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
sia,

 

1945-49;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关于“Commissioner-General”一词的翻译,国内学界有“总监察”总督”“首席专员”“最高特派员”“最

高专员”等译法。本文认为,鉴于英帝国、英联邦体制中的总督通常为“Governor”,如本文出现的马来亚总督

“Malayan
 

Governor”;而“Governor-general”通常被译为“大总督”,如后文所述,在马来亚联邦已有总督的情

况下,麦克唐纳在1946年5月被任命为新加坡及马来亚联邦两地的“大总督”;此外,英联邦内的“High
 

Commissioner”通常被译为“高级专员”,因此,本文根据“Commissioner-General”一词与上述职务在词意上及

具体职责上的联系将其译为最高专员。参见杨文娟:《英国东南亚特派员与粮食供应(1946—1948)》;何跃:
《关于马共在马来亚独立问题上的争论》,《东南亚地区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期;奉旭晴:《战后初

期英国对东南亚政策初探(1945—1950)》,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美〕埃德温·W.
 

马丁:《抉
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
13页;庞卫东:《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

Milton
 

W.
 

Mey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p.68-77.
〔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贺圣达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版,第463—465、469—471、472—473页。



战结束至东盟成立期间,即1945—1967年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产

生与发展过程,重点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观、政策及其实践机构变化等,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对现代东南亚区域建

构、东盟起源的影响。

一、
  

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开启

英国将东南亚视为一个整体区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8
月,英国牵头建立“盟军东南亚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这标志

对这一区域认知的初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实力和影响力在地

理范围上达到了史无前例巨大”的英帝国已事实上步入“第二帝国”末期,①形

势变化迫使英国形成“一种新的帝国观”。② 在东南亚,英国须重新评估该地的

民族主义,并反思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关系。正如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文件所指

出的,战后英国在东南亚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和谐的区域关系。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分别构想了各自的战后东南

亚政策。殖民部方案提出,英国将继续履行对殖民地的责任,但也欢迎在这些

地区开展国际合作,并将为此建立某种包括域内外国家的区域层面的委员会。

1944年12月,殖民部国际关系处一份名为《殖民政策的国际层面》(Interna-

tional
 

Aspects
 

of
 

Colonial
 

Policy)的政策文本正式提出“区域委员会”(regional
 

commission)概念。其中,东南亚委员会(South-east
 

Asia
 

Commission)拟包括

大英帝国及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和香港;荷兰及其荷属东印度(印

尼);葡萄牙与帝汶;法国与印度支那;美国与菲律宾;作为独立国家的泰国;澳

大利亚、中国及印度等相关域外国家。④ 但是,殖民部明确反对区域主义,其认

为战略、安全与经济紧密相关,不可能架构一种单纯的经济合作,而多领域的

区域主义势必会引起美、澳等国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外部干涉。⑤ 因此,殖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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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Tilman
 

Remme,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49,
 

p.9.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p.3.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BDFA),
 

Part
 

IV,
 

Series
 

E,
 

ASIA,
 

Vol.1,
 

Far
 

Eastern
 

Affairs,
 

Jan.
 

1946-June
 

1946,
 

F9366/296/G,
 

No.52,
 

pp.234-235.
Tilman

 

Remme,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49,
 

p.17.
Minute,

 

21/12.
 

CO.
 

273/677/50908/1,
 

in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
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p.58.



的“国际合作”事实上是一种多个宗主国—殖民地间的合作。

外交部政策构想的核心也是其区别于殖民部方案的关键是区域合作。

1945年6月上任外交部远东司的新司长史班纳(J.
 

C.
 

Sterndale
 

Bennett)尤为

关注东南亚事务,同时,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埃斯勒·邓宁(Esler
 

Dening)在6月也提出本组织民事化改革的两种方案:一是提升司令部内政治

顾问的地位和权力,使其直接对伦敦负责,同时,政治顾问对总司令路易

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建议权不仅应包含外交事务,还应包含相

关政治、经济及财政事务;二是任命一位东南亚大臣,该大臣地位高于中东大

臣及地中海大臣。① 邓宁本人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受邓宁建议的影响,史班纳

向白厅提议任命一位东亚与东南亚事务大臣,白厅部分采纳了该建议后,远东

司被细分为日本与太平洋事务分处、中国事务分处及东南亚事务分处这三个

具体职能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总部迁往新加坡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已发展

为一个掌控150万平方英里地域、约1.28亿人口的大国军事协调机构,②1945
年7月27日出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也尤为关注

东南亚。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尤其是英国确认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中开展政

治层面的大国协调并扩大的英国区域影响力具有可行性之后,③盟军东南亚司

令部开始在实践“东南亚区域合作”上发挥先导作用。

但借由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区域政策实践是失败的。在主观方面,英国

对东南亚的成员界定尚不明晰,缅甸、锡兰、香港等英属地,美国、澳大利亚、中

国、苏联等域外大国应否纳入其中,印度属于域内国家还是域外国家等均存在

争议。④ 此外,民事化改革下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依旧难以胜任履行经济复

兴、防务与政治行政等方面的责任,⑤如日本投降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面临着

处置近百万名日军战俘及获释盟军战俘的任务。为此,蒙巴顿计划调动130

431

《国际政治研究》
 

2022年
 

第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Nicholas
 

Tarling,
 

“‘Some
 

Rather
 

Nebulous
 

Capacity’:
 

Lord
 

Killearns
 

Appointment
 

in
 

South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20,
 

No.3,
 

1986,
 

p.566.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DFA,
 

Part
 

III,
 

Series
 

E,
 

ASIA,
 

Vol.8,
 

Far
 

Eastern
 

Affairs,
 

Jan.
 

1945-Dec.
 

1945,
 

F11915/296/40,
 

No.29,
 

pp.441-442.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pp.52-53.
Peter

 

Lower,
 

Contending
 

with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1945-65,
 

pp.17-18.
William

 

O.
 

Walker
 

III,
 

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
sia,

 

1912-195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pp.160-161.



万英、印军人,但最后仅调动了约35万人。① 在客观方面,其一,民族主义这一

英国战后初期所需面对的“至关重要”的东南亚政治问题掣肘了盟军东南亚司

令部,②尤其是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形势变化。③ 其二,战后东南亚严

峻的粮食、财政等方面的危机凸显了建立一个经济部门的紧迫性,邓宁认为,

战后东南亚最重要的是经济,应立即成立一个处理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及商品

限价等问题的协调机构。④ 其三,美国认为英国创制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初衷

是“自私的帝国主义”,⑤而且美国明确反对在战后继续推行殖民主义,主张对

原殖民地进行托管,因而美国对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推动的区域合作反应

冷淡。⑥

因此,英国意识到需另立专门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实践机构,经邓宁建

议、艾德礼首相批准,1946年2月11日,贝文在内阁会议上宣布将向新加坡派

驻特别专员,专员候选人为时任英国驻埃及大使基勒恩。特别专员直接对外

交大臣负责,其直接任务是协调应对粮食危机,这是英国在东南亚最突出、最

棘手的难题;此外,需就东南亚外交事务尤其是区域经济协作向英国政府提供

建议;需与英国驻东南亚的各总督、其他外交代表保持联系;需与印度政府、法

荷在东南亚的负责人磋商应对粮食危机;可直接指示英国驻该地区的外交官。

特别专员职责内的“东南亚”主要包括缅甸、锡兰、马来亚、婆罗洲、暹罗、⑦印度

支那、荷属东印度、香港及印度。⑧

1946年3月16日,基勒恩赴任。此时,英国的东南亚区域架构总体上由

驻各地总督、驻军以及特别专员构成,⑨三者形成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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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分工并互相协作。这一架构的顶端是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下设的战后防务

委员会的东南亚分支———东南亚防务委员会(British
 

Defence
 

Committee
 

in
 

South-East
 

Asia)。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职责期满后,1945年10月,东南亚防

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主要由驻军、总督及特别专员署三部门的主官构成,

旨在协调军政、军民关系。① 1947年10月,该委员会更名为“英国远东防务协

调委员会”(British
 

Defenc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ar
 

East),职责范围进

一步扩大。② 英国还在东南亚防务委员会下建立了协调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

前者由副特别专员领导,负责初步评估防务问题;③后者由总督及特别专员组

成,主要就一般性政治问题不定期召开非正式会议。④

基勒恩领衔的特别专员署下设副特别专员、政治顾问、经济顾问及食品顾

问等职务,经济部、联络员会议及特别区域会议等部门,遵循非政治的基本原

则,实行全体一致的决策程序。其中,经济部行使秘书处职责。联络员会议实

行月会制,旨在通过英属领地间达成的协议来提供物质援助,就有关非政治问

题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该月会很快成为基勒恩处理东南亚短期粮食问题的首

要工具。⑤ 特别区域会议则就具体问题不定期召开会议。⑥ 此外,特别专员署

还通过国际合作谋求粮食的合理分配与供给,如与联合国下设的“联合粮食

委员会”(Combined
 

Food
 

Board)这一负责战后粮食调配的国际组织 展 开

合作。⑦

与暹罗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是特别专员署应对粮食危机的一项主要措施。

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意识到,英暹合作既是英国重建东南亚区域霸权的优先策

略,也是缓解东南亚粮食危机的有效举措。⑧ 1946年1月1日,英暹两国签署

《和平协定》(《英暹条约》),关于大米供给其中规定:“暹罗在194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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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英国免费提供大米150万吨,直接运往英属马来亚。”①这一条款的不平等

性激起了暹罗国内的不满,邓宁随即建议将免费提供变更为低价采购。② 基勒

恩履任后,1946年4月末他飞赴曼谷访问,期间英国政府发布声明,同意购买

120万吨暹罗盈余大米。暹罗总理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在与基

勒恩会见时表示愿意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出口大米。③ 5月1日,英暹就大米供

应达成最后协定,规定在接下来1年内,暹罗至少提供120万吨大米。④ 但是,

这一合作开展并不顺利。作为亚洲传统粮仓的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在1946
年的粮食产量为200万吨,这是战前年均产量的1/3。⑤ 尤其是1946年7月初

巴西从国际紧急粮食理事会中退出后,英国不得不暂停从巴西进口大米等农

作物。⑥ 1948年初,暹罗宣布上半年可供出口粮食也仅为25万吨。⑦ 因此,东

南亚粮食危机并未因特别专员的履职而得到有效缓解。

相对于粮食危机,基勒恩更关注东南亚政治—安全态势,他认为英国有支

持盟友荷兰的道义责任,但他既不希望卷入荷兰、印尼的国内政治,也不希望

被荷兰当作处理印尼问题的工具,这与贝文的看法不谋而合。⑧ 基勒恩后来在

与荷兰驻印尼高级专员范·比兰特(Van
 

Bylandt)的会谈中指出,他希望扮演

“诚实的中间人”角色,⑨并期待东南亚这一区域的所有国家可以在一起讨论问

题,一起解决他们的问题,如若必要,英国军队在年末时撤出荷属东印度,以为

协定达成创造有利条件。 事实上,基勒恩还寄望将特别专员署拓展到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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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合作,以此将东南亚建设为英联邦重要的战略堡垒。①

在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产生与开始实践的同时,东南亚内生区域意

识及合作亦在萌芽。在盟军东南亚司令部民事化改革时期,1945年12月,尼

赫鲁提出召开“亚洲关系会议”,以“有助于认识亚洲问题和推动亚洲人民之间

的理解”。② 1945年9月,越南胡志明提出建立一个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

国、马来亚、缅甸、印度、印尼和菲律宾在内的“泛亚洲共同体”,藉此推动越南

的独立事业,③并促进相关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同时保持这一共同体与美

国、法国及英国等域外大国间的良好关系,以推动相关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去

殖民化。④ 但是,该倡议最终并未付诸实践。⑤

在特别专员署时期,1947年1月,昂山进一步提出,将东南亚联合起来与

印度、中国一同创建一个“亚洲联邦”。随后,他又建议成立一个包括缅甸、印

尼、泰国、马来亚和印支国家的“东南亚联盟”,以促进东南亚国家彼此间良好

的理解;实现它们“完全民族性”的愿望;提高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促

进和平与和谐,尊重人权和联合国原则;研究、调查和交换关于东南亚的信息;

建立一个将东南亚人民联合起来的邦联。⑥ 4月17日,昂山建议形成一个缅甸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协会,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⑦ 但是,由于昂山在

1947年7月被暗杀,相关区域合作探索就此结束。⑧ 1947年7月,泰国提出

“东南亚联盟”构想,该构想的初衷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及基本原则,定位为非官方组织,旨在通过文化交流与经济协调以进一步推

动“东南亚联邦”的建立。⑨

因此,特别专员署成为英国实践其“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起点并产生明显

831

《国际政治研究》
 

2022年
 

第5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Tilman
 

Remme,
 

Britai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45-49,
 

pp.51-52.
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91—

192页。
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87页。
Amitav

 

Acharya,
 

“Asia
 

Is
 

Not
 

On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9,
 

No.4,
 

November
 

2010,
 

p.1006.
Anthony

 

Reid,
 

“A
 

Saucer
 

Model
 

of
 

Southeast
 

Asian
 

Identity,”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27,
 

No.1,
 

January
 

1999,
 

p.17.
Nicholas

 

Tarling,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p.71.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DFA,
 

F8918/1147/61,
 

No.2,
 

p.21.
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第187—188页。
Milton

 

W.
 

Mey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71.



影响。域内外实践相较而言,特别专员署与同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在

合作方式上存在差异,前者体现出借由传统宗主国—殖民地关系模式推动合

作的特征,而缅、泰两国倡议与越南的倡议同为基于民族主义发展区域主义,

并对抗殖民主义,但相较于越南的倡议,缅、泰的倡议对东南亚的区域认知更

强,因而更强调东南亚区域合作而非跨区域合作。但是,域内外的实践在这一

时期并未产生直接的交锋,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内的倡议多因各种原因而流于

无效,这在客观上凸显了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实践影响。

二、
  

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的转向

1946年5月21日,即基勒恩就任特别专员不久,时任新加坡总督的麦克

唐纳兼任马来亚联邦及新加坡的大总督(Governor-General)。1947年初,在英

国经济危机、财政赤字严峻的同时,特别专员署出现了机构冗杂、开支巨大的

问题。① 1947年初,英国外交部派员至新加坡调研特别专员署的裁员问题,调

查报告指出,特别专员署与马来亚大总督府之间存在诸多重叠之处,最佳的解

决办法是合并两者。② 1948年5月,麦克唐纳被任命为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

员,最高专员合并特别专员署。③ 最高专员管辖除菲律宾以外的整个东南亚地

区,④其主要职责是建立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塑造英国在东南亚的“精神

领导”地位。⑤ 虽然没有超越总督的行政权力,但最高专员的设立是合并了特

别专员署的结果,最高专员在东南亚的职责主要包含殖民事务与外交事务。

此外,最高专员还继续身兼特别专员署时期建立的“英国远东防务协调委员

会”、政治委员会等机构中的职位,尤其是身兼仍在运作的“英国远东防务协调

委员会”的主官。

与特别专员署相比,最高专员尤为注重区域政治—安全建设。1946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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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基勒恩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指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活

动受到苏联的影响或指示,相反它们更多地受中国共产党影响。① 到1947年8
月,防务委员会认为东南亚共产主义的兴起是最主要的防务压力,为此,英国

需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进行更紧密的防务协作。② 麦克唐纳赴任最高

专员后,1948年12月8日,外交部发布的《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战略大纲》(Draft
 

Outline
 

of
 

Communist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指出,东南亚共产主义问

题既涉及相关国家的防务利益,也涉及苏联的战略。在东南亚的绝大多数

地方,虽然苏联尚未完全准备好,但它正在尽其所能挖掘发展共产主义的土

壤。大纲还引述了麦克唐纳的认知,“在过去两年中,马来亚共产党试图掌

控贸易联盟的领导权,并渗透进政治集团,随着行动屡屡受挫,他们决定通

过暴力来夺权”。③ 1951年6月末,史班纳指出,至1950年5月,东南亚共产

主义支持下的暴力尚是零星的,但6月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南亚也可能面

临共产主义的夺权,泰国、缅甸及印尼均可能面临此种形势,尤其是在马来

亚,英国需要动用军事及政治手段来挫败当地的共产主义。麦克唐纳对此

非常赞同。④

由此可见,从特别专员署到最高专员,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共产

主义因素从一个非主要安全威胁上升为一个主要安全威胁,从一个国家安全

威胁上升为一个区域安全威胁。这一变化过程中的主要转折点是与最高专员

直接相关的1948年的马来亚“紧急事件”。

麦克唐纳于1946年4月受命大总督后的首要任务是推动马来亚的联邦进

程,当年初工党政府公布的“马来亚联邦计划白皮书”激起了马来亚当地的族

群冲突。⑤ 此后,英国下议院通过了“废止海峡殖民地法案”,正式将新马分离,

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946年12月,麦克唐纳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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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7页。



计划》。① 1948年1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不含新加坡)正式建立,爱德

华·根特(Edward
 

Gent)任总督,5月,麦氏任最高专员。② 在麦氏上任短短2
个多月后,即1948年7月12日,英殖民政府颁布了《紧急状态条例》(Emer-

gency
 

Regulation),宣布全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

就“紧急事件”中的马共因素而言,马共因战时与英国共同抗日而在战后

初期被英殖民政府承认为合法团体。③ 在马共谋求马来亚去殖民化的进程中,

1945年8月15日至1948年6月20日被称为马共史上的“和平宪制斗争时

期”。④ 当时业已建立的马来亚联合邦实质上仍为英国殖民地,马共的活动常

遭英殖民当局的镇压和取缔。⑤ 在1946至1947年间,马共先后发动了300至

600场的罢工,仅1947年,马来亚就爆发了219次大罢工。⑥ 随着矛盾进一步

激化,马共中央激进派建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采取行动,积极准备武

装起义,⑦马共的斗争随之进入“武装斗争期”。1948年4月,马共实施动员,

组织“民运”以传布共产党的口号、提供物资援助和情报,并招收志愿军,将

未缴付的武器捡出,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在林间打游击、攻击警局、发动

刺杀和举行罢工。⑧ 1948年5月发生了六个橡胶园工人被民族主义者杀害

的事件;6月16日,霹雳和丰的三名欧洲种植园主及其两名华人助手共五人

被杀。⑨

就英方而言,由于最高专员麦克唐纳没有超越根特、吉姆森这两个总督的

行政权力,因而,麦克唐纳起初主要力劝根特强硬应对马共。6月6日,麦克唐

纳发表了题为《国际共产主义不安的导演》(the
 

restless
 

directors
 

of
 

interna-

tional
 

communism)的广播讲话,该讲话在指责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将矛头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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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态度犹豫又软弱”的根特。6月16日的事件发生后,6月17日,根特宣布霹

雳州及柔佛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6月18日,《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发布社论,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6月24日,吉姆森宣布新加坡

进入“紧急状态”。此后,麦克唐纳又与根特在如何实施“紧急状态”上产生了

分歧,麦克唐纳主张在特殊警察部队组建前,应由军队看守每个“颠覆分子”的

住所。此外,麦克唐纳还提出应在每个州建立安全委员会,并建立一个协调州

安全委员会与“英国远东防务协调委员会”的“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些建议均

招致根特的强烈反对。但是,由于麦克唐纳身兼“英国远东防务协调委员会”

的主席,其建议得到了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6月26日,伦敦电报通知根特,召

其回国,在7月4日飞回伦敦途中,根特遭遇空难遇难。在此后的三个月中,白

厅始终没有确定根特的继任者,因此,麦克唐纳的职权事实上得以强化。① 7
月12日,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条例》,打压共产党。中山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祖兴指出,“紧急状态”的实质就是内战,这一状态延

续达12年之久,至马来西亚独立时尚未结束。②

马来西亚“紧急事件”标志着英国东南亚政策的直接目标由应对粮食危机

转为遏制共产主义,并且东南亚共产主义已被英国视为一个区域性问题,但

是,在整个最高专员时期,英国的东南亚政策仍旧保持在“东南亚区域合作”轨

道内,只是重点领域由经济转向政治—安全。一方面,相较于特别专员署时

期,最高专员时期的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体现出两大新的主要特征:一是

国际合作属性更加明显,这主要源于最高专员兼具殖民部、外交部与防务部门

等多重职能,尤其是在英联邦事务上,最高专员的话语权显著增强;二是对区

域政治—安全事务的关注显著增强,马来西亚“紧急事件”后,为应对东南亚共

产主义,麦克唐纳建议相关各国进一步交换安全情报;英国的“英国远东防务

协调委员会”也吸纳东南亚当地的荷兰及法国代表加入。③

另一方面,最高专员时期合作重心转移在区域层面的最大影响是将全球

冷战与东南亚冷战相对接。英国政治与历史学者迪尔曼·雷姆(Tilman
 

Remme)指出,马来西亚“紧急事件”是战后亚洲历史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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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中东扩展到了东南亚。① 在东南亚与冷战的起源上,目前主要存在着

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东南亚冷战是美苏全球冷战覆盖东南亚的结果,这也是

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东南亚的冷战主要是由域内行为体

驱动的。英国开放大学东南亚史学者卡尔·哈克(Karl
 

Hack)等指出,没有明

确的证据表明1947—1948年间苏联指使东南亚的共产党在东南亚开辟一条

新的冷战战线,是东南亚当地力量在借助了外部的意识形态及物质力量的基

础上形成了“东南亚冷战”,②直至1949年末,英国仍试图避免使东南亚成为冷

战的主要舞台,英国东南亚政策的主要目标仍是推动区域合作,尤其是借由西

方的支持来实现这种区域合作。③ 此外,如前所述,英国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共

产主义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内生的,且与苏联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因而这一观

点亦具有合理性。

最高专员上任后,麦克唐纳直接影响了美国“多米诺逻辑”的形成,进而影

响了冷战与东南亚的对接。④ 1948年12月,麦克唐纳认为,“东南亚是冷战的

主战场,我们必须尽其所能与美国一同反击亚洲的共产主义”。⑤ 1949年5月

4日,麦克唐纳赴伦敦参加了外交部、殖民部、英联邦关系部的部门间会议,其

在会上阐述的悲观看法被认为构成了后来“多米诺逻辑”的核心。麦克唐纳认

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控制整个中国,他们可能在接下来半年中将触手伸展到印

度支那,泰国、缅甸到时很可能抵挡不住这种攻势,如果印度支那、暹罗、缅甸

这三个国家“沦陷”,那么,马来亚和印度也将直接暴露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

中。对此,麦克唐纳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核心是在巴基斯坦、缅甸、印度

支那、香港及菲律宾之间建立反共产主义的防线。⑥ 此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魏文擎指出,1949年9月,杜鲁门向东南亚派遣的东南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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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团团长格里芬上校公开表示,其组织撰写的《格里芬报告》深受麦克唐纳关

于美国如何应对东南亚安全形势观点的影响。最终,《格里芬报告》在美国初

步介入越南事务时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从1948年5月麦克唐纳就任最高专员,至1955年5月麦氏被任命为英国

驻印度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②综合而言,最高专员任内的七年既是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向期,也是过渡期。转向期主要体现在实

践重点由经济领域的技术性合作转向宽泛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而过渡期

主要体现在一是英美在东南亚的关系基调由最高专员署时期的协调关系逐渐

过渡为此后的竞争关系,二是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逐渐由国家机构主导

转向国际机制化。

三、
  

“科伦坡计划”与东南亚区域经济竞合

马来亚“紧急事件”后,英国尝试以综合的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应对

东南亚共产主义。贝文认为,虽然美国正在欧洲担纲经济领导,但英国在亚洲

足以凭借英联邦伙伴关系担当经济领导,捍卫政治领导。③ 为达此目标,1949
年11月,贝文决定于翌年初在锡兰的科伦坡组织一次英联邦外长会议。1950
年1月9日,首次在亚洲举办的英联邦会议召开。英国派出包括麦克唐纳及贝

文在内的30余人代表团,其中,贝文不顾心脏疾病长途跋涉于1月8日抵达锡

兰,足见英国对此次会议的重视。④

“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是会议最主要的政治—安全议题。贝文指出,

苏联已将注意力转向东方,但经济合作可以铲除东南亚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

为此,西方愿意提供不带任何政治支配的财政援助,但他同时也明确反对直接

动用军事手段。⑤ 在经济议题上,受英国的鼓动,会议主席、时任锡兰总理唐·

斯蒂芬·森纳那亚克(Don
 

Stephen
 

Senanayake)首先在议程中提出了一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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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年的长期经济计划,该计划旨在发展东南亚工农业、确保商品价格稳定。

该提议被澳大利亚外长珀西·斯彭德(Percy
 

Spender)接受,澳大利亚代表团

也递交了关于南亚及东南亚经济政策的草案,该草案强调以振兴经济来抵御

东南亚共产主义,建议以双边技术扶助来实施援助并鼓励美国等域外国家提

供财政支持。①

在这样的会议氛围下,贝文在12日的会议上适时地提出共同援助东南亚

的议题。经过磋商,印度表示最多只能提供100万英镑;巴基斯坦则称“有一

些财政困难”,大概只能提供50万英镑;斯里兰卡虽表态积极,但起初并未给

出具体援助数额,后来承诺援助25万英镑;澳大利亚表示对东南亚“有强烈的

兴趣”,承诺援助50万英镑。据此,会议获得的财政援助总额为225万英镑,但

这比英国预期的目标———375万英镑———仍有很大差距。② 此外,本次会议达

成了各方都认可的《联合备忘录》,该备忘录是此次英联邦首脑会议确立的英

联邦关于东南亚合作的基本框架,这也成为此后实施的“科伦坡计划”的直接

来源。

此次英联邦外长会议凸显了英联邦财援紧缺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英国

利用“马歇尔计划”与“第四点计划”出台的契机,借力美国援助东南亚。相关

研究表明,到1949年底,美国对东南亚及其他远东国家(不包括印尼)和殖民

地的赠款和贷款总额达到了26.76亿美元,英国向缅甸、英属婆罗洲、香港和

马来亚提供的赠予和贷款总额达4.19亿美元。这一时期东南亚从英法荷得

到的大部分援助也可以看作是通过这些欧洲国家流入东南亚的美国经济援

助。③ 因此,“第四点计划”的提出既为英美在东南亚的协调提供了新契机,也

为“科伦坡计划”的成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马歇尔计划”与英国的“东南亚

区域合作”政策形成联系。

在这种英美经济竞合中,麦克唐纳认为应该推行一种不同于欧洲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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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马歇尔计划”,以抵御东南亚共产主义,①而缅甸则是实践这一构想的突破

口。独立之初的缅甸面临着克伦邦冲突等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以及财政紧缺等

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对此,贝文指出“缅甸这一问题可以成为一个将该区域的

国家聚拢到一起的共同议题。”②1950年4月,麦克唐纳访问缅甸后认为,缅甸

有志于与民主国家为伍,英缅应成为好伙伴。③ 但是,缅甸对英国倡议的态度

仍显犹豫,怀疑是否能从中收益。在麦克唐纳访问期间,缅甸官员表示当务之

急是建设正确的机制。④ 事实上,缅甸出于政治原因以及主要从美国获取援助

的现状而不愿与英联邦合作计划接近。

在英美经济竞合的具体表现上,最高专员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主要体

现出国别性而非区域性,⑤因此,在“马歇尔计划”与“科伦坡计划”在东南亚并

不存在直接交锋的情况下,英美在东南亚的经济领导地位之争在区域行动上

主要寓于“科伦坡计划”与联合国下属的“亚洲及远东经济事务委员会”(Eco-
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以下简称亚远经委员会)的竞争

中。对美国而言,成立于1947年的亚远经委员会是美国推动建立的一个涵盖

东南亚的跨区域合作组织,至20世纪50年代末,亚远经委员会已成为美国在

亚洲的主要制度工具。⑥

但是,英国与亚远经委员会的竞合自该机制产生之初便存在。雷姆指出,

亚远经委员会最早可追溯至由英国、美国和波兰在1946年提议的欧洲经济委

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但英国抛出这一提议的同时认为没

有必要在亚洲建立类似组织。⑦ 在中国与印度的努力下,1947年3月19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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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在亚洲建立经济委员会。① 1947年2月,基勒恩在知悉联

大关于亚远经委员会的讨论后,建议白厅应尽可能阻止其成立,因为该组织会

与特别专员署形成竞争关系,而且它可能使苏联趁机介入东南亚。② 亚远经委

员会建立之初,基勒恩仍对该组织持怀疑态度,③但他很快发觉亚远经委员

会有助于英国谋求东南亚霸权,转而鼓励英国积极参与其中,1947年末,英

国成立了一个亚远经委员会部门间工作组。此后,英国努力推动并提升英

联邦在亚远经委员会中的话语权,1947年12月举行的亚远经委员会碧瑶会

议同意与特别专员署继续展开合作。④ 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与亚远经委

员会的联系进一步机制化,1948年6月,亚远经委员会乌塔卡蒙德(Oota-

camund)会议认为,两个组织应在既有关系上继续交换关于各自活动的信

息、建立联络员,互派重要会议观察员,在召开涉及区域经济议题的会议前

相互磋商。⑤

“科伦坡计划”的提出意味着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与亚远经委员会形

成了直接竞争。“科伦坡计划”的运行方式与建设目的均有悖于这一时期美国

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国在亚洲主要以双边关系及双边机制来确立优势权力。

如美国对缅甸的双边发展援助计划的核心考量是应对共产主义,⑥但美国并未

将缅甸问题拓展为一个区域问题。此外,1949年3月,艾奇逊与贝文的会谈备

忘录写道:“美国同意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成员的主要条件之一是:所提供的

任何援助应完全以双边关系为基础。该组织不应该试图指明在两个受援国之

间谁最优先需要开发援助,也不要指明任何受援国应得的援助数额。”⑦美国意

欲使“科伦坡计划”成为一个咨询组织,而不是正式的有实权的区域经济组织。

在1951年加入“科伦坡计划”后,美国通过主导该组织的形成使其形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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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质等与美国的主张基本一致,并促使其从最初由英国主导的英联邦组织

变为美国主导的非英联邦组织。①

“科伦坡计划”所代表的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经济实践对域内外均产生

了广泛的区域影响。

其一,最高专员身兼外交部、殖民部、英联邦关系部及防务部门等数职使

其比特别专员具有更强的推动国际合作的权力。一方面,美国、日本等的加入

使得“科伦坡计划”偏离了麦克唐纳预想的仅限于英联邦的合作,并在很大程

度上借鉴了“马歇尔计划”;②另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强化了“科伦坡计划”的国

际合作属性。因此,“科伦坡计划”不再限于西方大国的联合,③因而更接于近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倡导的首个

东南亚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此后实践中,“科伦坡计划”数度被延长,机制

化程度也不断完善,迄今已是亚洲延续时间最长的区域合作机制。

其二,“科伦坡计划”在机构建设与规范建构上显著提升了机制化程度,

1950年的英联邦外长会议并未完成“科伦坡计划”的机制构建,从该次会议到

“科伦坡计划”最终成型,此间的“科伦坡计划”不断完善机制化机进程。1950
年的英联邦外长会议设立了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

所组成的“英联邦协商委员会”(commonwealth
 

consultative
 

committee),该机

构是“科伦坡计划”的最高审议机构,它没有决策权与执行权,主要发挥协商平

台作用,负责草案与计划的磋商、沟通与协调,遵循协商与一致的基本原则。④

在1950年5月的“英联邦协商委员会”悉尼会议上,澳大利亚提出了为期三年

的技术合作计划。同年9月,伦敦会议达成了《南亚和东南亚经济发展合作的

科伦坡计划》,这一历史性报告标志着“科伦坡计划”的形成。⑤ 11月,“英联邦

协商委员会”会议提出一项被所有成员国接受的六年计划。1951年2月,“英

联邦协商委员会”更名为“南亚和东南亚合作发展经济的协商委员会”。同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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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科伦坡计划”正式开始实施。①

其三,1950年的英联邦外长会议还建构了一种跨区域身份,即由缅甸、锡

兰、印度、印尼与巴基斯坦构成的“科伦坡五国”(Colombo
 

Powers)。“科伦坡

五国”是英国主动尝试将英联邦关系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相结合的产物,也是

“科伦坡计划”谋求的政治—安全目标的主要实践载体。“科伦坡五国”实践其

政治—安全能力的典型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的首次万隆亚非

会议。

1950年英联邦外长会议后,英国积极推动“科伦坡五国”在印度支那问

题上发声。②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7月21日签署的《日内瓦

协定》承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主权。会议期间,艾登几乎每天与尼赫鲁

保持着联系,印度则积极带领“科伦坡五国”在会议上为停火做着不懈努力,

以至于艾登将“科伦坡五国”誉为英国及“科伦坡计划”的“无价之宝”。③ 日

内瓦会议开幕两天后,即1954年4月28日,“科伦坡五国”第一次首脑会议

(“科伦坡会议”)召开,会议发布的联合宣言督促法国宣布支持中南半岛国

家完全独立,并呼吁日内瓦会议达成一个即刻停火协议,促使有关各方谈判

解决办法。④ 麦克唐纳指出,英国的东南亚政策效果极其有效地体现在英国

在日内瓦会议所建立的紧密联系以及“科伦坡五国”就印度支那问题的协商

上,英国从中塑造了亚洲“最为友好”的域外国家形象,增强了在亚洲的影

响力。⑤

在“科伦坡五国”的发起与共同努力下,1955年4月,首届亚非会议在印尼

万隆召开,共有23个亚洲国家及6个非洲国家参会,截至当时参与“科伦坡计

划”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马来亚未与会,此次会议被称为“科伦坡五国”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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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①
 

“科伦坡会议”与万隆会议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正是在“科伦坡会议”

上,印尼提议召开一次“科伦坡五国”共同组织、亚非新独立国家参加的会议,

此后,“科伦坡五国”建立了联合秘书处,积极筹备会议的召开,“科伦坡会议”

因而被认为是“区域主义构思事实上开始启动”。② 但是,麦克唐纳指出,“科伦

坡五国”在承认共产主义的威胁上是犹豫不决的,其所坚持的“中立”理念增加

了英国在遏制共产主义威胁上的困难。③

四、
  

英国的东南亚防务建设与区域安全竞合

最高专员上任后,应对东南亚共产主义成为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主

要内容之一。新中国建立后,遏制东亚共产主义也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

目标,美国甚至也开始探讨东南亚的“区域合作”问题。④ 总体而言,最高专员

上任初期,英美在东南亚的区域安全竞争关系进一步凸显,这主要反映在双方

机制、防务组织建设上。

1949年3月,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倡议缔结

类似于北约的《太平洋公约》(Pacific
 

Pact),即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反共联盟。

对此,英国坚持相关合作必须保持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内,拒绝参与和美国相关

的区域防务安排。同时,英国曾试图与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创建一个将东

南亚与西太平洋联结起来的东南亚区域经济组织。⑤ 但是,1950年9月,斯彭

德到美国两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美国所拟定的“太平洋公约”成

员可由“澳、新、菲、加等国家组成”。1951年1月4日,杜勒斯指出,美国在

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福摩萨(台湾)—菲律宾—澳大利

亚这样一条近海岛屿链”。⑥ 因此,美国相关组织建设排除英国的意图昭然

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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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1日缔结的《澳新美同盟条约》成为美国直接卷入亚洲区域主

义的前奏。① 1952年8月,“澳新美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拒绝了英国以观察

员身份参与其中的请求,②至此,这一三方同盟的大门彻底对英国关闭了。在

《澳新美同盟条约》缔结前两天,即1951年8月30日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

约》则是美国直接介入东南亚安全合作的垫脚石。上述两项机制共同开启了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建设,③同时将英国排斥于这一体系之外。此外,《美菲共

同防御条约》这一双边协定为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多边行动做了铺垫。1954
年9月8日,澳、新、美、英、法五国外长,以及泰、菲、巴基斯坦三国外长签署了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协定》),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在该组织

酝酿过程中,美国依然秉持将英国排除在外的态度。④

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后,麦克唐纳提出了该组织对英国有利的认识,他

指出,整个1954年东南亚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和中国声望的此消彼长。亚洲

国家深怕卷入一场新的美国挑起的世界大战。此外,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态势

正在变化。共产主义已控制北越并可能很快控制南越,同时正计划扩大对老

挝、柬埔寨及泰国的控制并进军东南亚其余地方。而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

动并未切中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要害,这为英国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遇,尤其

是英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成功树立了贤明的西方大国形象。⑤

作为对美国安全组织建设的回应,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后,英国以马来

亚为中心开展其新的东南亚区域防务建设,组建其东南亚联盟。⑥ 1954年成

为英国东南亚防务政策的转折点,谋求本就带有政治—安全目的的“科伦坡计

划”由经济向政治—安全“外溢”成为英国东南亚防务安全建设的政策优先选

择。因此,英国酝酿通过协商建立一个正式的东南亚集体安全协定,而这一协

定的主要争取对象即为“科伦坡五国”。在“科伦坡会议”召开后、东南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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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立前,1954年7月,英国提出较为详尽的“建立东南亚防务组织的建

议”。建议指出,英国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广泛的有实际基地的东南亚及西南

太平洋防务组织,并希望亚洲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角色。为此,英国计划在该

年9月初前召开一次相关会议,会议地点最好选在该区域的一个国家,并期望

“科伦坡五国”、澳、新、泰、菲、法、美均能与会。会议的目的是讨论集体防御东

南亚及西南太平洋的可行措施,并就以下议题达成备忘录及集体防御协定的

草案,具体包括:(1)
 

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这些抵抗外部干预(侵略、渗透、颠

覆)的国家;(2)
 

磋商维持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区域和平的共同行动;

(3)
 

应对公然的蓄意的侵略。此外,计划中的东南亚防务组织绝不能对“科伦

坡计划”有任何的替代作用。对此,艾登进一步指出,防卫东南亚的问题既

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它有三个层次的内涵:(1)
 

应对共产主义;(2)
 

强化东

南亚各国对抗内部共产主义的能力;(3)
 

组织相关国家间某种形式的防务

协调。①

在艾登提出上述建议后,英国通报了印尼,印尼表示没必要以任何方式对

这一倡议做出承诺,并重申了“积极的中立”态度,②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

立加剧了英国与印尼的军事冲突与矛盾。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印尼

苏加诺总统明确反对并表示印尼不愿加入其中。③ 而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

后,一方面,出于与美国的安全地位竞争,英国加速其“联邦远东战略预备军”

建设。1954年10月,澳、新分别向马来亚派兵1400人和130人;④另一方面,

此后英国围绕马来亚构筑其东南亚防务组织的实践触及了印尼的政策底线,

英国在推出“马来西亚计划”的同时,也将此前1956年签署的《英马防务互助

协定》变更为《英国—马来西亚防务协定》。1956年的《英马防务互助协定》规

定“英国政府为承担其英联邦及国际义务有权在马来亚维持必要的军队”,⑤而

《英国—马来西亚防务协定》规定“来自英、澳、新的军队被允许继续留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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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此,苏加诺认为,《英国—马来西亚防务协定》是

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是英国早已策划的新形势下的

殖民计划,其目的是包围印尼。① 此后,英国与印尼的敌意上升至直接的军事

冲突,1962年9月,文莱人民党联合沙捞越、北婆罗洲的政治力量组成反马来

西亚联盟;②12月8日,文莱人民党发动了要求文莱独立的武装起义,但起义很

快被英国步兵团镇压。③ 英国认为,“文莱起义”得到了印尼的实际支持,是印

尼对英国的军事对抗。起义后,印尼—马来亚—菲律宾三边关系随之恶化,

不久“印马对抗”爆发,因此,“文莱起义”也被认为打响了“印马对抗”的第

一枪。④

在印尼—马来亚—英国三边矛盾激化的过程中,印、马双方起初并未诉

诸武力,而是展开外交斗争,⑤美国也鼓励印、马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1963年5月,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举行峰会并最终促成了《马尼拉协定》

(Manila
 

Accord)及其他几项政治声明,建立了“马菲印多”。但在英国的压力

下,马来西亚联邦候任总理东姑贸然宣布马来西亚将在1963年9月16日建

立,⑥9月25日,“印马对抗”爆发,“马菲印多”也随之夭折。⑦ 此后,英国直接

军事介入“印马对抗”。1963年10月,麦克米伦因病辞职,外交大臣亚历山

大·道格拉斯·霍姆(Alexander
 

Douglas-Home)继任首相,英国随即将驻守

新加坡的13500名陆军中的8000人派往沙巴和沙捞越、2800人派往马来亚。

此外,6000名英国远东空军及7000名驻香港英军也整装待命。⑧ 而至1965年

初,部署在东南亚的英国军队增至近5万人。⑨ 1965年,印尼“九·三〇事件”

爆发后,英国开始逐步降低对马来西亚的安全承诺以为印马双方协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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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英印双方缓和关系创造条件。1966年8月11日,“印马对抗”正式

结束。

英国东南亚防务组织建设与“印马对抗”的因果联系也折射出英国政策实

践的区域影响,“印马对抗”对英国在军事及区域合作这两个层面均产生了负

面效应。在军事层面,“印马对抗”期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于

1964年10月当选英国首相后,开始对英国的全球防务状况进行审查。1964
年10月,多部门组成的“长期计划研究小组”审查了英国在中东、远东及欧洲

的防务建设情况,该小组认为,英国最终将放弃其在新加坡和亚丁湾的军事基

地,但是这一结论并未引起白厅的重视。11—12月,英国再次进行了防务审

查,此后,英国决定从翌年起削减10%的防务支出,最终在1969至1970的财

政年度将防务支出削减至每年20亿英镑。同时英国还确定了其在东南亚的

长期政策目标,即从东南亚撤军。在完成撤军前,英国希望借由与共产主义签

订某些协定,允许该区域“不受外部干预追求自己的命运”来实现东南亚的“中

立化”。“印马对抗”结束后,1967年4月,英国内阁决定从新加坡基地撤军,①

在1970年前撤出一半的力量,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全撤出。从新加坡

基地撤军成为英国“苏伊士以东防务撤退”计划的关键一环。1966年,英国政

府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完成“苏伊士以东防务撤退”,1967年7月,

英国首次公开其从东南亚军事基地撤军的决定,②翌月,东盟建立。1968年1
月15日,英国国防部长在下院宣布,英国将提前至1971年底以前完成“苏伊士

以东防务撤退”,此后该地的防务将主要交由美国负责。③

在区域合作层面,“印马对抗”发生于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发展进程中,这

种内生区域合作又因“印马对抗”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直接接触。首届

万隆亚非会议后,印尼的东南亚区域领导实践主要体现在“马菲印多”中,“印

马对抗”爆发后,1963年的《马尼拉协定》受到了苏加诺所倡导的协商及“万隆

精神”的深刻影响,协定主张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如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本质上

是临时性的,它们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被用于颠覆三国间任何一国的国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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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与“万隆十原则”一致,三国将放弃使用集体防务安排用于满足特定的利

益。① 换言之,英国的东南亚防务体系建设实际上引发了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

中的共同安全威胁认知,强化了凝聚力,只是这一尝试因英国的强行干预以及

“印马对抗”的爆发而瓦解。这从苏哈托上任后,印尼继续推动东南亚内生区

域合作并最终建成东盟中仍可见一斑。

因此,英美在东南亚的区域安全竞合也激化了英国与东南亚的安全矛盾,

在美国主导建设一系列东南亚安全组织的过程中,英国或参与其中,或加以抵

制,并最终形成了“美主英从”的安全格局。此外,英国的东南亚防务体系建设

及英美安全地位竞争还引发了英国与东南亚域内区域大国印尼的安全矛盾,

使得英国的这一防务体系建设被东南亚视为一种安全威胁。在这种内外安全

竞争中,英国的东南亚防务体系建设失败。

五、
  

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区域影响

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既体现出阶段性,又具有连续性。本文将其归

纳为五个连续的阶段,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酝酿至战后初期依托

盟军东南亚司令部进行初步尝试的第一阶段;1946年3月至1948年5月,借

由特别专员及特别专员署,围绕粮食危机开展区域层面技术合作的第二阶段;

1948年5月至1955年5月,最高专员及其下属机构合并特别专员(署)后,政

策实践重点转向应对区域性共产主义威胁的第三阶段;1955年5月最高专员

麦克唐纳去职至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区域实践由国家机构向区域机制发

展,区域经济、安全合作呈现不同格局的第四阶段;1965年“印马对抗”结束至

1967年东盟成立,最终流于失败的第五阶段。

在英国提出并实践其“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同时,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也

在发展。在上述英国的第一阶段,“亚洲关系会议”处于酝酿期,它体现出非官

方性与“泛亚洲性”;越南的“泛亚洲共同体”则具有追求民族独立、对抗殖民主

义的特性。在上述第二阶段,“亚洲关系会议”付诸实践,在坚持非官方性、“泛

亚洲性”的同时,以反殖民与民族独立为核心。此外,缅甸的倡议从“亚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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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向“东南亚联盟”“区域经济协会”发展,则体现出由泛亚洲的跨区域非政治

合作向东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趋势,民族独立与反殖民主义也依然是

核心议题。泰国的“东南亚联盟”亦强调非官方性、反殖民主义、非政治合作

等。在第三阶段,越南的倡议吸收了共产主义的内核,而缅甸、印度、印尼等国

的“社会主义”政党则共同举办了“亚洲社会主义大会”,它们在强调反殖民及

泛亚洲经济合作的同时,坚持所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敌视共产主义,①菲律

宾提出了“太平洋公约”这一反共联盟。这些合作偏离了此前具有高度一致性

的内生区域合作。在第四阶段,菲律宾积极参与美国牵头组建的反共同盟体

系;马来亚与英国建立了双边防务协定;印尼则坚持区域自主与不结盟。与此

同时,“东南亚联盟”“马菲印多”等内生区域合作则强调非政治性、非制度化、

区域经济偏好以及区域自主等,东南亚的内生区域合作开始由非正式向正式

发展,由跨区域的泛亚洲或泛东南亚合作,向东南亚次区域合作过渡,其中,首

届万隆会议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东南亚国家参与的跨区

域合作与其参与的区域合作在原则与目标上是冲突的。也正因此,在第五阶

段,出于对此前“印马对抗”及与域外大国关系的反思,内生区域合作逐渐统一

并彰显于东盟。

上述内生与外生合作的差异首先揭示了两种“区域合作”的质性差异,盟

军东南亚司令部、特别专员署时期的合作是一种“殖民式的”合作,最高专员时

期的合作则具有转折性与过渡性,而“科伦坡计划”及其后的合作则具有现代

区域合作的基本轮廓,但这一时期英国的角色渐趋弱化。这一时期东南亚内

生区域合作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相同的是,均逐渐由非正式向正式发

展。所不同的是,内生区域合作始终强调反殖民主义、国家独立及主权平等,

因而,它与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具有不同的运作轨道。因此,英国的“东

南亚区域合作”名为“区域合作”,实为“区域政策”,这一核心目标旨在实现英

国利益的“东南亚政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合作。而这一时期的东南亚内

生区域合作是一种渐趋发展的旨在实现区域公益并兼顾国家私利的区域主

义。此外,上述性质差异也蕴含了两种不同合作方式间的影响关系。本文

认为,这种影响建立在两种合作方式的直接联系基础上,主要体现为较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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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外生合作对相对弱势的内生合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合作成员共享、集

体身份塑造、组织经验积累及区域规范扩散这四个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

方面。

第一,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与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自特别专员署时

期便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因为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同为两种不同合作的

成员。彼时缅甸、暹罗等的区域倡议在成员构成上囊括了印尼、马来亚、印度

等,后者又是英国特别专员署的主要合作对象,并继续成为此后英国的东南亚

政策实践的重要合作对象。因此,域内外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自特别专员

署时期便形成了间接且持续的联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内生与外生合作

均产生于“泛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区域意识下,而非东盟建立后逐步为人熟知

的东南亚次区域合作意识下,换言之,跨区域合作在当时并未形成一种思潮,

内生与外生合作均自我认知我一种“东南亚区域合作”。此外,英国的“区域合

作”与内生区域合作存在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一本质冲突,这种区域认知上

的差异为英国进一步实践其“东南亚区域合作”同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间的矛

盾与冲突埋下了伏笔。

第二,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还经由“科伦坡计划”中形成的“科伦坡五

国”这一集体身份及其实践对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产生了间接影响。缅甸、锡

兰、印度、印尼与巴基斯坦组成的“科伦坡五国”不仅在英国的推动下关注印度

支那等东南亚政治—安全问题,还借由其中印度与印尼因反殖民主义的共同

立场所形成的共同利益,①开启了东南亚的跨区域合作。此后,印尼在谋求东

南亚区域大国地位中的区域实践,也对首届万隆会议及其后的东南亚跨区域、

次区域合作产生了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寓于下述组织经验积累及

区域规范影响中。

第三,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实践对“东盟前”内生区域合作的另

一个间接影响表现在组织经验积累上。东南亚内生合作在英国的政策实践的

第一阶段未能付诸实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原殖民宗主国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

动的打压。而在第二阶段这种打压依旧,这也是内生区域合作在坚持反殖民

主义、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采取相对不易引起外部干预的非政治、非正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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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缅甸与印尼的区域倡议得以相对顺利开展的原因之

一也是英国实施其“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的需要,即英国试图以缅甸、印尼为

自身政策实施的垫脚石。而自第二阶段及其后,缅甸、印度、泰国等纷纷被纳

入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实践伙伴,相关成员的主权国家属性也逐渐

凸显。在此后的英美东南亚区域地位竞争中,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适时地以

中立、区域自主为核心原则,这亦是相关国家参与英国的政策实践的经验

体现。

第四,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政策实践中确立的若干规范对东南亚

区域规范的建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东盟成立之时的主要区域规范可以

概括为:主权(民族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预、非正式合作、非政治

合作(区域经济合作偏好)、协商与一致、互助与协作、和平与安全等。一般

而言,此类规范被认为主要由东盟前多样化的内生区域合作所建构,前述分

析也表明,主权、区域自主、非正式合作、非政治合作、泛亚洲合作偏好等是

一致性规范;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规范在除印尼以外的东盟创始成员国间是

一致的,在苏哈托上台后则成为五国的共同规范。协商一致规范则确立于“马

菲印多”中。换言之,所有东盟成立之时确立的区域规范中,除互助与协作、和

平与发展外,均可从“东盟前”内生合作中寻找到规范渊源,在这些东盟规范渊

源中,协商与一致在“东盟前”内生区域合作中确立最晚,因而共同性最弱。此

外,亦有观点认为在渊源上东盟规范被认为是东南亚“本土”规范与“外来”规

范结合的产物。如塔林指出,东盟成立之际东南亚联合的基础首先基于主权、

不干预、领土完整等“外源性”的威斯特伐利亚规范。① 在东盟成立以前,时任

泰国外长、亦即此后东盟的五位主要发起人之一的他纳·科曼(Thanat
 

Kho-

man)就表示,东南亚并不排斥外部规范,这主要表现在国内政治规范上,如在

当时东南亚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英美国家实践的代表制体系或议会民主制被

部分东南亚国家所接受。② 因而,东盟成立之际确立的规范确有外部规范

基础。

另一方面,结合成员共享、集体身份塑造及组织经验积累这三方面,英国

“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实践是东南亚区域规范的主要外部渊源之一,且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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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实践在各个不同阶段对东南亚区域规范的影响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

同。第一阶段并无规范影响。第二级阶段向东南亚扩散了技术层面的全体一

致决策规范,民族国家、区域合作等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规范以及协商等英

帝国体制规范。第三阶段主要体现为遏制共产主义的规范。第四阶段呈现出

区域经济规范与安全规范相分离的特征,在经济层面向东南亚扩散了“科伦坡

规范”,在安全层面向东南亚扩散了“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外溢”“协商”等规

范。在第五阶段英国区域地位的衰弱中强调保留经济合作,经济规范得以继

续发挥影响力。

英国“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实践中扩散的协商与一致规范对东盟规范的

起源具有直接影响,前者所强调的英联邦内依次往返的反复协商以及最终全

体一致与东盟的协商与一致规范内涵高度一致。而鉴于协商与一致规范在东

盟之前的内生区域合作中确立最晚,共同性最弱,而它在英国的东南亚政策

实践中确立最早,又是核心规范,加之“科伦坡五国”这一载体的存在,本文

认为,这一规范影响是存在的,并且是一种直接影响。此外,遏制共产主义

这一规范亦是直接影响,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了马来亚、泰国参与的内生合作

对等“反共”规范的确立,另一方面起到了“反向”规范作用,影响了印尼参与

的内生合作对区域自主规范的确立,在推动前述内生区域合作分化中具有

直接作用。

因此,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对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内生区域合作具有

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时涉及实践与理念层面,并以间接影响为主、直接影

响为辅。英国的“东南亚区域合作”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正面影响,而在政

治—安全领域主要体现为负面影响,这种格局差异主要源于各自规范与东南

亚内生区域合作规范的关系,即一致性越强,正面影响效应越强,差异性乃至

对抗型越明显,负面影响越显著,换言之,就东盟规范起源而言,东南亚内生性

规范的影响要强于英国的“外源性”规范影响。

结  论

域外大国在现代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中具有重要角色,本文在梳理英国

的“东南亚区域合作”政策并与同时期内生区域合作比较后指出,英国政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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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前两个阶段体现出“殖民式的”合作这一首要特征,第三阶段具有过渡性,

体现出向“国际合作”“区域机制”的过渡,而后两个阶段的实践具有现代区域

合作的基本轮廓,但英国在其中的角色与影响渐趋弱化。英国的“东南亚区域

合作”实质上是英国的一项外交政策,而非基于区域公益的现代区域合作或

区域主义,但该政策实践也客观上推动了东南亚内生次区域合作的逐步确

立。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究1945—1967年间英国的“东南亚

区域合作”政策的产生、发展以及其对现代东南亚区域合作起源在组织、机

制、规范等层面的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现代东南亚区域建构是演进的、

多元的,在英国以外,美国、日本等在这一时期亦构想或实践其他“东南亚区

域合作”。因而,对其他相关区域合作进行综合的、比较的分析有助于进一

步揭示东南亚区域建构、区域合作及区域规范的渊源,这恰是本文所未能

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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